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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支农的福利绩效分析：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万　树，程　瑶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依据社会福利理论，运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演财政支农的福利模型，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

中国１３个农业大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价格机制使中国财政支农“逆向”调节了

城乡居民福利，限制了农民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扩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距。此外，中国农民收入结构和农

业总支持率的证据也表明，亟需调整财政支农的转移支付政策，切实改善农民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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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解决三农问

题。农民收入低下、农业产业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

三农问题加剧了以城乡收入差距为特征的中国社会

福利失衡。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共中央连续１４个“一号

文件”均紧锁三农问题，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是重

中之重。通过建立并完善各类农业补贴、农业生产

性支持、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措

施，加大农民市民化力度，多层次、宽口径、千方百计

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十几年的财政支持，三农问题

虽有改观，但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居高不下，农民平均

收入水平增长缓慢。

科学评价和审视农业补贴的政策绩效显得尤为

重要。农业具有公共产品特性，农业生产的价值在

市场价格机制中难以全面反映，农业产业在市场竞

争体系下的脆弱性也愈发明显［１］。现代国家往往通

过一般性公共服务和农业补贴等措施，对农业生产、

流通、贸易及其生产者提供补贴，以弥补农民在农业

生产中的经济福利损失。由于经济福利取决于国民

所得和收入平均分配程度［２］，森福利函数Ｗｆ＝Ｙ（１
－Ｇｉｎｉ）充分体现了社会福利绩效与收入水平和分
配公平的关系［３］。罗尔斯主义认为，社会福利在根

本上取决于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因此，收入差距

扩大必然对社会福利产生负效应［４］，不平等的收入

分配不利于每个人经济福利的增加［５］。在中国，社

会福利水平决定于农民的福利水平。农民收入水平

低和城乡收入差距大加剧了农民经济福利的严重不

足，进而影响到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高和小康社会

的全面建成。

二、文献综述与中国政策实践

农业补贴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下逐

步成为农业保护政策的核心。农业补贴理论认为应

建立生产补贴、价格补贴和产品补贴等贯穿农业生

产及其生产者的公共财政补贴机制。根据 ＷＴＯ
《农业协定》，各国对农业生产进行价格或非价格形

式的财政支持措施，以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增

强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和价格波动的能力，化解

农产品“增产不增收、减产却减收”的窘境。粮食直

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价格补贴措施，可提

升本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增加本国农民的经济福利，

并最终提升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６］。

囿于 ＷＴＯ《农业协定》对价格性补贴的约束，

非价格性农业支持项目急剧增加。据统计，１９９６－

２００９年，美国增加了１２４％，欧盟更高达１８４％［７］。

美国作为实行农业补贴最早的国家，农业支持的形

式多、范围广、额度大［８］。欧盟建立了完整的农业支

持价格机制和保护农业的市场机制。日本实施全面

而高强度的农业保护政策和非关税壁垒，提高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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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率和农业竞争力［９］。巴西则先后实施了家庭农

业支持计划、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农产品直接补贴

等财政支农政策。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起步较晚。加入 ＷＴＯ之前

不仅几乎没有建立系统的农业支持政策，而且还通

过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市输送产品剩余的厚工薄

农办法，建立和壮大国家的工业经济体系。１９８６
年，发轫于农村的中国改革，其重心转向城市，实行

有利于城市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城镇职工的工资分配

制度与社会福利政策。２００１年 ＷＴＯ的加入致使

中国面临世界农业的激烈竞争，促使中国重新审视

农业政策。２００４年，中国建立了粮食、良种和农机

补贴项目，２００６年取消农业税，同时增加农资综合

补贴项目，丰富并扩大了农业支持手段和支持力度。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农业补贴的财政支

持体系基本涵盖了农业生产、流通、贸易及农业生产

者等各环节［１０］，初步建立了价格支持、直接补贴和

一般服务支持的农业补贴政策框架。一系列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的农业补贴政策和农业支持措施得以

实施，逐渐形成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

体系，如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出口补贴、种粮大县
（户）奖励等。

中国财政支农虽然从无到有并快速发展，但对

促进农业发展的效果却比较有限。一个重要表现

是，中国农业总支持率与国外相比显然偏低。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年，中国小麦、大米、玉米、大豆等特定农产

品价格支持的年平均值仅为１．０８％，其他非特定农

产品价格补贴水平年均１．２１％，与 ＷＴＯ《农业协

定》中综合支持量①的下限即８．５％的“微量允许”政

策相差甚远［１１］。较之于发达国家如欧盟、美国农业

支持急剧扩大的现实，中国农业产业的保护过低，影

响农民收入增长。由于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达到美欧

等国的补贴规模和补贴水平，难以迅速提高中国农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由于生产成本的急剧攀

升，财政补贴已经不能弥补农民收入与平均劳动时

间的差额。从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农业种植业生产

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８５．４％和

４７．２％，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农业补贴的政策效率，

并直接削弱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经济典型的二元特征，我们借鉴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２００８）和 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ｉｔｔ
（２００９）分析财政支农对农民福利的影响［１２，１３］。假

设制造业和农业两部门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

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弹性相同，β代表资本

份额，１－β为劳动份额。由于不分析两部门技术水

平差异对农民经济福利的影响，可假设两部门技术

水平相同，且均为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在一定的技

术、投资和劳动力条件下，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函数

分别为：

Ｙａ ＝ＡＫβａＬ１－βａ （１）

Ｙｍ ＝ＡＫβｍＬ１－βｍ （２）

农业生产中的资本包括农业生产性支持和农业

价格性补贴，制造业的资本为机器厂房投入。Ａ 为

两部门的技术水平，Ｌａ为农业部门的劳动，Ｌｍ 为制

造业部门的劳动。Ｋａ 为农业部门的资本，Ｋｍ 为制

造业部门的资本。在市场出清条件下，两部门的资

本投入之和等于总资本Ｋ ，两部门的劳动投入之和

等于总劳动Ｌ。

假设总产品由农产品和制造品组成，且二者互

补，则总产品Ｙ 的生产函数为列昂惕夫生产函数：

Ｙ ＝ｍｉｎ　Ｙａ，Ｙ［ ］ｍ （３）

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两部门的产品相同，有：

ＡＫβａＬ１－βａ ＝ＡＫｍ （４）

政府为了扶持农业发展，对农业进行生产性投

资和价格补贴，农业生产支持率为η。就目前中国

的户籍制度来看，城乡间的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但

是由于中国户籍制度下城乡福利待遇差别很大，农

民与城镇居民的工资存在相当差距。设城乡间工资

差距为ｗａ／ｗｍ ＝ξ，ξ≤１，即城镇化率越低，城乡隔

离越严重，ξ便越小，农民工资相对城镇居民就越

低。完全竞争条件下，两部门的资本报酬和劳动报

酬相同，因而有：

ｗａ ＝ＹａＬａ ＝
１－（ ）βＡＫβａＬ－β

ａ ＝

　　ξ１－（ ）βＡＫβｍＬ－β
ｍ （５）

１＋（ ）ηｒ＝
Ｙａ
Ｋａ ＝

１＋（ ）ηβＡＫβ－
１

ａ Ｌ１－βａ ＝

　　βＡＫβ－
１

ｍ Ｌ１－βｍ （６）

根据式（４）（５）（６），可以得到两部门资本和劳动

的分布比例：

Ｌａ
Ｌｍ ＝ξ

１－β （７）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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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
Ｋｍ

＝ １＋（ ）η
１
１－βξ

２ （８）

从式（７）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越高，农村劳动

力的比重越小。这个结论同中国目前城乡间的劳动

力流动情况相吻合。城乡间的工资差距越大，农村

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比重就越高。由式（８）可知，对

农业支持越高，农业资本的占比也越高。城镇化水

平越低，投入到农业的资本也越低。也就是说，农业

生产性支持与补贴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城镇

化滞后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根据式（７）和式（８），可以得到城乡居民的劳动

收入和资本收入差距：

Ｌａｗａ
Ｌｍｗｍ

＝ξ
２－β （９）

Ｋａ １＋（ ）ηｒ
Ｋｍｒ ＝ １＋（ ）η

２－β
１－βξ

２ （１０）

式（９）也表明，城镇化水平越是滞后，农村居民

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劳动收入就越低。究其原因：一

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后，农村劳动力相对减少；二是农

村居民工资的相对下降。式（１０）则表明，财政支农

资金越多，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的资本收入就

越高。由于政府生产性投资和财政支农措施不会影

响城乡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差距，在农产品和制造品

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农业的生产性投资和农业

补贴会降低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综上，可以得到整个经济的人均收入水平：

Ｙ
Ｌ ＝Ａ

１＋（ ）η
１
１－βξ

２

１＋ １＋（ ）η
１
１－βξ（ ）２ β

ξ
１－β

１＋ξ
１－（ ）β

１－β Ｋ（ ）Ｌ β

（１１）

由式（１１）可知，财政支农可以提高整个经济体

的人均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

越高；城镇化水平越滞后，人均收入水平则越低。农

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

Ｙａ
Ｌａ ＝

Ａ
１＋（ ）η

１
１－β ξ

１＋β＋ξ（ ）２

１＋ １＋（ ）η
１
１－βξ（ ）２

β Ｋ（ ）Ｌ β
（１２）

Ｙｍ
Ｌｍ ＝

Ａ
１＋ξ

１－β

１＋ １＋（ ）η
１
１－βξ（ ）２ β Ｋ（ ）Ｌ β

（１３）

式（１２）表明，财政支农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人

均收入水平；且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

高。由式（１３）可知，财政支农本身会使城镇居民人

均收入下降，但是财政支农会提高整个经济的人均

资本水平，从而提高人均储蓄，推高人均资本水平。

因此，财政支农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整个

社会的储蓄率。储蓄率越高，财政支农越可以提升

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

上述模型的推导表明，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经

济福利水平及其相对变化的绩效与Ｓｅｎ福利函数的

结论一致。根据经济福利的社会传递机制，从国民

经济福利指标出发，选择农民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城

乡收入比作为反映农民在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方面

的主要指标，重点考察政府的农业生产性公共财政

投入和农业价格性补贴对农民福利水平产生的

影响。

根据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和农业发展现状，选取

农业公共财政投入率、农业补贴、农业经营收入率、

播种面积、有效灌溉率和城镇化率等直接或间接影

响农民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指标，借以考察财政

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个人福利效益和对抑制城乡收入

差距的作用即对提升农民社会福利的效应。公共财

政投入的城乡差异将直接影响国家财政对农业支持

的力度，从而决定是否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农

业补贴包括价格性和生产性两方面直接或间接的补

贴，即中国正在实施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

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共四项补贴。农民收入包

括工资性收入（主要为打工收入）、经营性收入（农业

生产）、转移性收入（民生性转移支付）和财产性收入
（几近于零），而农业支持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民

经营性收入从而在总体上增加农民收入，所以农业

经营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成为衡量财政支农绩

效的主要指标。控制变量方面，农业播种面积和有

效灌溉率影响农业经营性收入，城镇化水平的高低

将决定农村人口的整体数量，间接影响农民人均

收入。

作为形成农民经济福利的主要变量，本研究采

用广义的农林水事务支出数据，四项农业补贴反映

农业价格性补贴的程度，城乡收入比根据城镇居民

人均总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性质一致的

数据获得，以克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能全面反

映居民实际收入的弊端。由于中国各地农业发展差

距较大，我们选择１３个“农业大省”，即河北、内蒙

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四川，其农业补贴总额占全国７５％
以上。时间轴则从２００４年我国开始实施粮食直补、

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为开端到２０１６年。

１３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性支持和农业补贴分别

９９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增长了７．５４倍和３．６１倍（２００４年价格，下同），农

业生产支持率截至２０１４年仅增长了２．８个百分点，

而２０１５年下滑到２００４年以来的最低点。从微观上

看，农业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增长异常缓慢，并且一

直低于农民纯收入增长率，２０１４年更是出现了负增

长，农业经营性收入占比居高不下，平均占到农民人

均纯收入的一半（图１），突显出财政支农任重而

道远。

图１　１３省份农业支持政策的福利绩效演变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１３
个省份各年度年鉴及其财政厅、农业厅数据资料进行整理，按照
２００４年价格换算。

从收入水平及其构成看，１３个省份中，由于农
业补贴的陆续实施，扭转了农民农业经营性收入和
农民人均纯收入负增长的局面。而农民人均农业经
营性收入虽然逐年提高，但其比重却逐年下降，表明
非农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对动力和主要

力量。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与农业经营性收入和
农业支持并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从城乡收入差距看，１３个省份的城乡收入比在

２００９年跌入谷底，凸显了中国农业产业的脆弱性和
农业支持政策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有限性；２０１０年后
逐步缓和，但２０１６年又趋向扩大。城镇化在客观上
同时降低了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农
村人均收入降低的幅度会更大。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３
个省份的城镇化率比２００４年提高了１２．３３％，大约

２０．５％的农民转化为新兴城镇居民。新兴城镇居民
往往是村里的“富人”、城里的“穷人”，从当期看，农
民市民化会降低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

四、农民经济福利绩效分析

通过ＳＴＡＴＡ１２进行的计量分析显示，农业生
产性支持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率为０．４１２，但农业
补贴的边际效率仅为０．０１６６。在考虑播种面积、灌
溉率和城镇化率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性

支持对农民收入的边际效率依然很显著，均超过０．３
（表１）。表１中，解释变量有农业生产性支持ｎｙｓｃ、
农业补贴ｎｙｂｔ、播种面积ｂｚｍｊ、有效灌溉率ｎｙｇｇ、
城镇化率ｃｚｈｌ、农民人均农业经营收入率ｊｙｓｒ、城乡
收入比ｃｘｌｌ，ｌ表示对各指标的对数；被解释变量为
农民人均收入Ｆ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ｃ，ｌｎｆ和ｌｎｃ
分别为两者的对数（下同）。其中，ｂｚｍｊ对农民收入
的作用异常明显，其边际效率超过１％，说明保持耕
地面积不减少对稳定农民收入具有重大作用。其作
用机理主要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农村人口数

量从而增加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同时，农业技术进
步也会增长单位面积产量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但农
业补贴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很显著（表

２）。这与图１显示的结果高度一致。
表１　农业生产性支持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ｆ　 ｌｎｆ　 ｌｎｆ　 ｌｎｆ
ｌｎｙｓｃ　 ０．４１２＊＊＊ ０．３７６＊＊＊ ０．３８０＊＊＊ ０．３０６＊＊＊

（０．０２４７） （０．０２３０）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２５６）

ｌｎｙｂｔ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２０８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１８１）

ｌｂｚｍｊ　 １．０３２＊＊＊ １．０５３＊＊＊ １．０９０＊＊＊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７） （０．１７７）

ｌｎｙｇｇ －０．１４８ －０．０６０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７）

ｌｃｚｈｌ　 ０．７２７＊＊＊

（０．１４６）

ｃｏｎｓ　 ６．３６８＊＊＊ －２．６８９ －２．３５３ －５．４０５＊＊＊

（０．０６９２） （１．７３２） （１．７４７） （１．６８０）

Ｎ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ｒ２　 ０．９０５　 ０．９２３　 ０．９２５　 ０．９４１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农业补贴对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ｊｙｓｒ　 ｌｊｙｓｒ　 ｌｊｙｓｒ　 ｌｊｙｓｒ
ｌｎｙｓｃ　 ０．３０８＊＊＊ ０．３２７＊＊＊ ０．３７０＊＊＊ ０．２２４＊＊＊

（０．０６８０） （０．０７１３）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７８７）

ｌｎｙｂｔ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７＊＊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５５６）

ｌｂｚｍｊ －０．５５１ －０．３５４ －０．２８０
（０．６１１） （０．５６８） （０．５４３）

ｌｎｙｇｇ －１．４１５＊＊＊ －１．２４４＊＊＊

（０．３４０） （０．３２９）

ｌｃｚｈｌ　 １．４２５＊＊＊

（０．４４８）

ｃｏｎｓ　 ６．５２３＊＊＊ １１．３３＊＊ １４．５７＊＊＊ ８．５５６
（０．１９０） （５．３６６） （５．０２６） （５．１５８）

Ｎ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ｒ２　 ０．２７３　 ０．２７７　 ０．３８７　 ０．４４６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００４年以来，农民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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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但在农民收入构成中的比例却逐年降低。究

其原因：第一，政府财政的农业生产性支持对农民农

业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在ｐ＜０．０１下的影响异常显

著，而农业补贴的作用却不太明显；第二，农业财政

支持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效用程度相对于农民总收

入的效用反而较小，在全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时

尤甚；第三，农业灌溉对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却出现了

比较强烈的负效应，说明灌溉成本高影响农业经营

收入增加；第四，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

提高特别显著，边际效率高达１．４２５％，表明城镇化

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

一。实践证明，农业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促使大批

农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生产活动。但由于户籍制度

的束缚，农民工收入与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差距在不

断拉大，从而验证式（９）的结论，即城镇化水平越是

滞后，农民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劳动收入越低。财政

支农和补贴对城镇居民收入有比较显著的正效应，

其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表３）。

说明财政支农对提高农民收入并不理想，反而通过

市场作用较多地转化为城镇居民收入。究其原因，

在于财政支农所催生的农民生产性消费为制造业提

供了更多的原料和市场，提高了制造业生产附加值，

进而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增进城镇居民的经济福利。
表３　农业支持政策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ｃ　 ｌｎｃ　 ｌｎｃ　 ｌｎｃ
ｌｎｙｓｃ　 ０．３７６＊＊＊ ０．３５３＊＊＊ ０．３６５＊＊＊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１９３） （０．０２２０）

ｌｎｙｂｔ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５５）

ｌｂｚｍｊ　 ０．６５３＊＊＊ ０．７０７＊＊＊ ０．７３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２）

ｌｎｙｇｇ －０．３８４＊＊＊ －０．３２１＊＊＊

（０．０９８１） （０．０９２０）

ｌｃｚｈｌ　 ０．５２３＊＊＊

（０．１２５）

ｃｏｎｓ　 ７．４４７＊＊＊ １．７１７　 ２．５８３＊ ０．３８７
（０．０５８０） （１．５３６） （１．４５１） （１．４４０）

Ｎ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ｒ２　 ０．９３７　 ０．９４５　 ０．９５２　 ０．９６０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反映了从农业支持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表３所论证的结果，即收入更多

地输送给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无论是政府财

政的农业生产性支持，还是价格性支持的农业补贴，

都比较显著地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者合计

的影响程度达到或超过０．１％。加入其它三个控制

变量后，在ｐ＜０．０１时，其影响程度仍很显著，高达

０．０７％－０．０９％。因此，现有农业支持政策和补贴

措施并没有显著提升农民收入，在减少城乡收入差

距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从而进一步证明，图１
所反映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农民非农经营收入的扩大，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

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故农

业支持政策和农业补贴的作用不容乐观。
表４　农业支持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ｃｘｉｉ　 ｌｃｘｉｉ　 ｌｃｘｉｉ　 ｌｃｘｉ
ｌｎｙｓｃ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４１６＊＊＊ ０．０３６９＊＊＊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１３８）

ｌｎｙｂｔ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９８５） （０．００９７５）

ｌｂｚｍｊ　 ０．３９２＊＊＊ ０．３７０＊＊＊ ０．３８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７５） （０．０９５２）

ｌｎｙｇｇ　 ０．１５４＊＊＊ ０．１７７＊＊＊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５７７）

ｌｃｚｈｌ　 ０．１８９＊＊

（０．０７８４）

ｃｏｎｓ　 ３．４２１＊＊＊ －０．０１２７ －０．３５９ －１．１４９
（０．０３３４） （０．８７８） （０．８６２） （０．９０４）

Ｎ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５２
ｒ２　 ０．１８９　 ０．３０２　 ０．３４７　 ０．３７９

　　注：括号里为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在生产环节，农业种植业生产价格指数远远高

于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农业种植业生产成本的快

速增加扩大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农业生

产处于不利地位，降低了农业生产性支持的政策绩

效。而在收入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又削弱

了农业直接补贴的政策绩效。每年近２．７亿超大规

模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消减了农村传统上的自

产自给率，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市场化程度被动

快速攀升。这种畸形的市场机制加剧了工农业产品

的剪刀差，致使财政支农资金通过市场机制更多地

向工业和城市转移。

从经验看，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价格较低是

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表４显示，粮食播种面积

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在０．６５３％～０．７３３％之间，

粮食市场的价格传递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十分不利，

但却非常有利于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说明在市场

经济下，工农业产品仍然存在厚工薄农的价格剪刀

差，继续消减着农民实际可以享有的收入水平。据

统计，２０１５年，１３个省份农业种植业生产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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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２００４年平均增长了８５．４％，是同期居民消费品

价格指数的２．４倍，农业生产价格指数是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指数的２．５倍②（图２）。农业生产价格

指数大大高于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

厂价格指数，使得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在流

通环节出现了有利于城市商业和背离农民利益的福

利转向。在分配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在工农业价格

剪刀差的作用下，更多地输送给了城镇居民，造成农

民收入增长水平和增长速度都大大低于城镇居民。

图２　１３省份价格指数变化趋势（２００４年为１００）

五、结论与建议

首先，在协调城乡居民经济福利方面，中国财政

支农的转移性支付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相对经济福利

水平较弱的趋势，从而导致对城乡居民福利的“逆

向”调节。计量分析表明，“逆向”调节的原因在于财

政支农通过厚工薄农的价格机制更多地转移给城镇

居民致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扭

转。中国农业补贴在纵向上虽然增加了农民收入，

但在现行价格体系下并没有切实缩小城乡以收入水

平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差距。由于新的工农业产品价

格剪刀差，厚工薄农的价格体系造成了市场价格畸

形化，致使中国农业补贴很难有效维护农业生产价

格和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从而难以明显提高农

民的相对福利水平。因此，在政策层面，国家应弥补

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通过大幅提高直接税比重的

税收政策调控收入再分配，减小市场机制对工农业

价格剪刀差的干扰；通过加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

业生产保险等转移性支付政策和支付力度，特别是

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切实分享经

济发展的福利。

其次，中国财政支农在总体上限制了农民农业

生产的劳动投入，对增进农民经济福利的作用有限。

就生产性支持和农业补贴而言，前者对改善农民福

利的效用稍大。由于中国农民数量巨大，在总人口

中的占比较高，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很难发挥提高

农民经济福利的作用。因此，中国应灵活运用

ＷＴＯ《农业协定》，避免走国外农业补贴的老路，最

大限度地实施农业生产性支持政策和农业劳动技能

支持政策，以农业生产性支持为重点，大力扶持农业

生产设施，如水利灌溉、道路、农生产业机械化等方

面的建设，深入开展农业综合开发，加大农业科技推

广与劳动技术培训，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

展，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竞争力。在此

基础上革新农业补贴机制，切实增加对粮食主产区

和种粮大户的补贴和奖励额度，改进补贴方式，加大

对生态农业的生产性补贴和价格保护，大幅提高“退

耕还林”“退牧还草”的补贴。

再次，中国１３个农业大省的数据分析表明，非

农经营成为农民经济福利增加的巨大引擎。由于城

镇化水平的提高和进城务工农民数量的巨大，农民

经济福利的改善不无例外地主要来源于非农经营性

收入的增加，这一比例超过６０％。其政策涵义是，

应加快城镇化、推进农业产业化水平，通过拓展农业

产业链，拓宽农民就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

乡差距，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因此，对中国广大农

村来说，有必要改革农地流转制度以提高农业生产

的规模效应和劳动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

障制度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只有把更多的

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切实破除二元经济模式，才是

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着力点。

注释：

① 综合支持量（ＡＭＳ）是用来衡量为支持农产品生产者而提供给某

农产品或为支持广大农业生产者而提供给非特定产品的年支持

水平的技术指标。

②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６》全国统计口

径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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